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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可信承诺：一项学术评估
曹德军１

（１．北京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如何发出信号、何时做出承诺，以及承诺哪些内容，是一个重要的

外交战略问题。 纵观学术界对外交承诺问题的研究，存在三种主要的可信承诺研究范式。 理

性主义的承诺分析包括威慑理论、观众成本理论与战略抵押理论，其核心思路建立在经济学逻

辑之上，认为展示清晰并昂贵信号，增加违约成本将有助于增强承诺的可信度。 文化建构主义

则强调承诺的社会性情境，可信度取决于话语沟通、文化规范与互动实践所塑造的社会形象。
社会心理学路径则聚焦于行为体的属性特质，强调微观层次的心理感知、情绪传递与声誉评价

机制。 既有文献加深了我们对可信承诺机制的理解，但缺乏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未来研

究需要将承诺者与受诺者的互动整合起来，同时关注时空情境对承诺效力的影响。
关键词：战略确保；昂贵信号；声誉效应；日常政治

中图分类号：Ｄ８１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１２－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２０；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工程课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与外交新战略研究”（１６ＺＺＤ０２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德军（１９８６—），男，湖北荆门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全球治理。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外交承诺比

比皆是，不论是管理盟友还是应对敌手，国家都

需要做出可信承诺以影响对方认知，达成战略

目标。 外交承诺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其影

响对方预期与行为，引导对方做出有利于己的

外交选择；另一方面，可信承诺也可以彰显负责

任的国际形象，增加国际行为的合法性。 因此，
对于外交决策者而言如何发出承诺信号、何时

做出承诺，以及承诺哪些内容，不仅仅是一个策

略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 纵观学术界对可

信承诺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主要

范式，即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社会心理学研究

范式。 尽管现有文献围绕外交承诺的表达机

制、信号可信度的判定标准、外交承诺的成败条

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总结与评价各

理论派别会发现当前学理研究的诸多不足。 本

文基于对外交承诺理论的反思，致力于为后续

研究创新奠定基础。

一、理性主义路径：承诺源于理性计算

受交易成本经济学影响，理性主义的承诺

分析范式强调可信承诺必须一方面要事前信号

十分清晰、可观测；另一方面要事后行为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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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与撤销。 换言之，外交承诺的可靠性取决于

国家履行和背离承诺所需要承担的成本与承诺

收益之间的比例。 据此逻辑，国家需要向外传

递昂贵成本信号，方可显示决心。

１．１　 威慑理论与信号博弈

在国际战略领域，可信承诺（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Ｃｏｍ⁃
ｍｉｔｍｅｎｔ）概念最早由托马斯·谢林（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系统阐发。 他指出，“承诺是指有决

心、有责任、有义务去从事某项活动或不从事某

项活动，或对未来行动进行约束。” ①这意味着

行动者要放弃或选择一些对自己未来行为的控

制，才能影响别人的预期与选择。 该逻辑用公

示表达就是：甲的承诺 → 乙对甲的预期 → 乙

的行为与选择。 该逻辑链中的关键环节是如何

让对方相信承诺。 但是由于事前承诺与事后践

诺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承诺方就有违约与欺

骗的动机。② 更何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

实力、决心与履约能力都是一种很难观察的私

有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往往引发国际

关系中的可信承诺困境。③ 也因此，如何让承诺

“可信化”就是承诺方面临的核心问题。
威慑理论认为，承诺是否可信受两个要素

的影响，即力量和可信度。 力量是指承诺方所

具有的履约能力；可信度是指，承诺在外人看来

将被真正执行的概率。 当承诺方具有足够的力

量，同时承诺信号足够可信时，该承诺就会被对

方接受。④ 那么如果力量既定，如何提升承诺的

可信度呢？ 理性主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释放

昂贵信号（Ｃｏｓｔｌｙ Ｓｉｇｎａｌｓ）展示决心，进而强化可

信度。 这里的关键在于，昂贵信号发挥了一个

身份区分机制，那些昂贵的门槛能够将决心高

的行为体和决心不足的行为体区分开。 安德

鲁·基德（Ａｎｄｒｅｗ Ｈ． Ｋｙｄｄ）指出，设定一个高

成本门槛意味着，如果某个国家仅仅是虚张声

势，那么在高昂成本面前就会犹豫不决，暴露本

质。 而真正具有诚意的国家则会通过这样的

“压力测试”，获得信任。⑤ 理性主义的分析思

路，建立在理性人对成本与收益权衡的基础上，
思路简洁清晰，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严密的逻辑

推导优势，但是过于强调理性的分析思路也遭

遇了诸多批评。
首先，“昂贵成本”不是可信度的必要条件。

承诺信号不能简单地区分为“昂贵 ／廉价”，不是

所有的廉价信号都是不可信的，也不是一味地增

加承诺成本对方就会相信。⑥ 在国际关系实践

中，承诺不是简单的成本与收益计算问题，还涉

及心理、文化与话语建构等诸多因素。 例如一些

没有成本的口头许诺反而极大地影响着观众认

知。 杰维斯（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反复强调，“如果廉价

话语不起作用，那为何领导人都在反复说话，而
且其他国家都很在意？”⑦换言之，即便话语展示

意图本身是低成本的，但却能带来说服效果。 达

斯廷·廷利（Ｄｕｓｔｉｎ Ｔｉｎｇｌｅｙ）与芭芭拉·沃尔特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Ｗａｌｔｅｒ）也认为，无成本的话语沟通不仅

能改变听众的行为，而且对说话者本人也会带来

影响，这种语言的社会力量不是理性主义可以解

释的。⑧ 廉价信号（Ｃｏｓｔｌｅｓｓ Ｓｉｇｎａｌｓ）还可以有效

促进双方协调行动，以防止共同受损。 例如联合

国决议就是一种无成本的信号，投票通过这样的

决议的成本很低或忽略不计，但是决议却可以帮

助行动者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⑨ 实际上，昂贵

成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理性主义者强调成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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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能够区分虚张声势者与决心坚定者，进而增强

信号可信度，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不是所有的昂贵

信号都能奏效。
其次，没有区分威胁与承诺的运作情境。 情

境结构是理解承诺效力的必要因素。 自托马

斯·谢林以来的博弈论研究都将可信度置于讨

价还价与危机冲突的背景下，关注承诺发出方如

何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没有关注国家

如何在和平的环境中说服对方，而这种说服过程

实际上构成了日常外交工作的大部分内容。 换

言之，威慑理论似乎更关注惩罚性的威胁，而不

是奖赏性的许诺。 对此詹姆斯·戴维斯（Ｊａｍｅｓ
Ｗ． Ｄａｖｉｓ）批评到，大多数学者将焦点放在危机情

境下的威胁运作，忽略了吸引性承诺。① 实际上，
外交承诺所发生的情境是多元化的，日常情境与

危机情境是基本的两种情境，但是现有文献对危

机情境（威胁）分析要远远多于日常情境（许诺）。
尽管危机与冲突犹如雷电暴雨随时会来，但是国

家间的日常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平静的、和平

的、稳定的状态构成。 毕竟不是每天的新闻头条

都具有爆炸性，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是日常情

境的。

１．２　 观众成本与国内约束

在诸多理性主义者看来，承诺问题源于信息

不对称。② 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费伦（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开创的观众成本理论（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Ｃｏｓｔ Ｔｈｅ⁃
ｏｒｙ）认为，国家进行自我约束可以缓解信息不对

称难题，进而解决承诺难题。 沿着昂贵信号理论

的思路，费伦将昂贵信号分为两类：一类方式是

“捆绑双手”，自我束缚展示诚意。③ 即当一个自

我束缚的行动者做出承诺时，其守诺的可能性

大于其不受约束的状态。 另一类方式是增加

“沉没成本”，即投入大量前期成本使撤销承诺

对己不利。④ 在国际谈判中，如果一国领导人公

开发出了威胁或承诺信号，但却没有付诸实施，
不仅会遭遇国际惩罚，更重要的是会面临国内

“观众”的惩罚，这些惩罚包括名望下降、反对派

批评、被迫道歉与离职，甚至遭遇弹劾等。⑤

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的公众非常看重领

导人的言行一致，担心其出尔反尔会伤害国家

声誉与形象。 正如大部分学者所论证的那样，
民主国家的选举效应会给领导人带来遵约压

力。 在这种压力下，领导人会尽量兑现诺言（避
免食言后的国内风险），这样民主国家发出的承

诺就相对具有可信度。 同时更重要的是，正是

观众的监督、舆论的透明、选举的压力，大多数

领导人言行一致的惯性，又进一步强化了观众

成本，使得任何轻易违背承诺的领导人都面临

极高的政治风险。⑥ 这些观点曾被一项调查证

实，调查发现 ７２％的被访者不赞同总统在发出

威胁后退却，被调查者反对领导人“说一套做一

套”。 至于反对的原因，大部分人担心不兑现承

诺将损害国家的战略声誉，还有人认为言行不

一会展现领导人的无能，甚至有少数认为诚实

应该是一种规范，即使总统也应尽量诚实。⑦ 既

然民主国家的舆论和民意可以发挥“捆住手脚”
或者“束手”的效果，那么国内立法部门同样可

以提高民主国家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⑧ 既然

观众成本理论的解释对象大多是民主国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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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期　 曹德军：国际政治中的可信承诺：一项学术评估

么非民主国家是否也存在观众成本呢？ 康奈尔

大学副教授白洁曦（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Ｃｈｅｎ Ｗｅｉｓｓ）在《强
大的爱国者》一书中发现非民主国家的民族主

义情绪也可以制约政府，实际上发挥了类似观

众成本的作用。① 同样，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

校政治系副教授杰西卡·维克斯（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Ｌ． Ｐ．
Ｗｅｅｋｓ）也认为，尽管威权国家大部分时间可以

管控民意，但是有时失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

众的街头运动，会成为非民主国家对外展示内

政压力的一个方式，以此告诉其谈判对手自己

的回旋余地不多，这样反而有助于增加自己的

国际谈判地位。② 综合而言，尽管观众成本理论

关注了外交决策的国内效应，扩展了可信承诺

的分析层次， 但其逻辑仍存在值得商榷的

地方。③

首先，政体类型对信号可信度是否有必然

影响。 观众成本理论认为，民主国家在对外发

出信号方面比非民主国家更具有可信优势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因为民主国家的多轮选

举压力、透明性制度设计、自由媒体监督，都会

增加领导人出尔反尔的成本。 但是诸多实证研

究表明，很难发现领导人任期与竞争选承诺或

虚张声势失败之间有直接联系，观众成本的逻

辑并没有清晰说明“观众围观”与领导人受惩罚

之间的传导机制是什么。④ 况且，民主国家领导

人也并非是民意的玩偶，他们有选择的空间和

塑造公众偏好的能力。 面对国内的多元压力，
民主国家领导人也有动机向民众撒谎，以逃避

责任。 特别是那些个性鲜明、风格强势的领导

人，具有改变舆论并利用民意的能力。 相反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民主体制恰恰有承诺不可信

的缺点，因为国内制约太多，瞻前顾后，反而更

容易在外交承诺的立场上后退。⑤

其次，该理论忽略观众的多样性与类型差

异。 观众成本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民众的惩罚

效应。 但是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回答，即
国内民众为何偏好守诺而反对失言？ 这种偏好

是固定不变的吗？ 观众成本逻辑实际上隐含了

两个前提假设，即：（１）国家出尔反尔是不好的；
（２）观众偏好趋同，只要领导人言行不一观众就

会给予惩罚。⑥ 部分学者指出这两个前提都是

有问题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观众成本

逻辑，国内观众并非铁板一块，国家是否遵守诺

言对不同群体与个体而言，有不同的分配效应，
国内民众的诉求不可能是一致的，偏好也不可

能一致。⑦ 在现实政治中，“国内观众”是一个宽

泛而兼容并包的概念，很不严谨。 观众是谁？
鹰派与保守派观众在危机面前会主张武力威

胁；而温和派则根本就反对威胁政策或虚张声

势，他们更关心不同议题对自己利益的可能影

响。 但无论如何，观众成本理论依靠成本－收益

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凸显

了外交信号的“公开性”与可观察性对于可信度

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了外交与内政之间的密

切关联，即外交承诺信号受国内政治制约，两者

难以分离。

１．３　 战略抵押与信任确保

在一个经典的讨价还价模型中，双方就“如
何瓜分一块馅饼”进行讨价还价时，就需要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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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诺，才能最终达成一致。 但是当“馅饼”不可

分割时，承诺的僵局就会出现。 除了释放昂贵

信号外，理性主义者的另一个解决思路是在讨

价还价之前质押抵押品，以降低违约风险。① 一

般而言，国际制度安排可以成为可信承诺的抵

押装置。 例如，联合国托管或强有力的国际法

庭，会对遵约带来外部压力。② 在制度主义者看

来，战略抵押可以减少彼此猜忌。 因为在无政

府格局中，没有一个外在的强制性执行机构来

保证强者遵约，享有权力优势的大国很难做出

一个有效承诺。 对此，布拉尼斯拉夫·斯兰特

奇夫（Ｂｒａｎｉｓｌａｖ Ｓｌａｎｔｃｈｅｖ）认为可以通过授权第

三方或者建立新的制度而“捆住霸权的手”，以
提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 他以拿破仑之后的

欧洲为案例分析了承诺问题，他认为欧洲合作

行为的模式源于大家对共同协议（１８１５ 年维也

纳会议达成的协议）的拥护与遵守，这使得任何

违反共同协议的成本变得高昂，而且主导大国

针对违约行为的惩罚威胁也将更具可信度。③

由于国际制度具备促进信息透明、外部监督、议
题连带等诸多功能，就可以有效降低承诺的不

确定性。④

在国际安全研究中，承诺是否可信与他国

意图有直接关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意

图不可预测，因此无论怎样的承诺都不可信，国
际关系充满欺骗与谎言。⑤ 而防御性现实主义

则认为，国家并非天生是进攻性与侵略性的，通
过相互确保与战略示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能

够相互传递可信信号，以缓解安全困境。 唐世

平指出，战略示善是了解他方意图的重要手段，
一方发出一个合作信号，意味着就是给对方一

个善意邀请，而从这个邀请是被对方拒绝还是

被积极回应，就可以推断其意图。 这里需要区

分真实的示善和虚假的示善（或战略欺骗与嘈

杂）。 任何发出的承诺信号对发出者而言都是

有一定风险与成本的，否则这样的信号就没有

意义，而承诺是否可信则由接收方的主观判断

决定，因此在承诺者与被承诺者之间，承诺可信

度是一个关系性概念。⑥ 此外，詹姆斯·斯坦伯

格（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和迈克尔·奥汉隆（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Ｏ􀆳Ｈａｎｌｏｎ）也指出，“战略再保证”与“显示战

略决心”是管控国家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机制。
他们认为维持国家间信任，需要把握“战略再保

证”的四个支点：一是克制，即双方都需要放弃

“易被对方解读为威胁”的行为；二是强化，即当

一方克制之后，对方应有所回报，以肯定和强化

这种克制的行为；三是透明，即双方应展现更开

放的姿态，彼此加强了解，使对方能够明确感知

到自己的战略意图；四是适应，即若一方主动挑

起事端，另一方可不急于回应，降低对对手做法

的“敏感性”。⑦ 实现“战略再保证”需要每一方

都清晰地界定自己的关键利益，使对方了解自

己的底线，并采取行动展示捍卫这一底线的

决心。
还有不少学者主张，制度化的承诺将增加

许诺的力度，因此建立互信机制可以增强承诺

的可信度。 贝丝·西蒙斯（Ｂｅｔｈ 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和
艾利森·丹纳（Ａｌｌｉｓｏｎ Ｄａｎｎｅｒ）发现，那些陷入

内战但国内制度匮乏的国家往往对参与国际制

度有积极的态度。 例如这些政府选择参与国际

刑事法院，其实是为了获得制度性支撑与保障，
以增加对手相信其承诺的可能性。⑧ 方松英和

埃丽卡·欧文（Ｅｒｉｃａ Ｏｗｅｎ）也考察了前苏东国

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参与，发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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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承诺装置效应对非民主国家非常明显。①

与之类似，中国学者田野指出由于国内政治行

为体之间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政府才

有必要运用国际制度作为信号装置以便做出可

信承诺。② 主权国家对 ＷＴＯ 的授权，就反映了

这一逻辑。 根据莉莎·马丁（Ｌｉｓａ Ｍａｒｔｉｎ）的观

察，国际制度可以在协议的非集中实施上发挥

实质性的作用。③ 她在《强制性合作：解释多边

经济制裁》一书中指出，将承诺镶嵌在国际制度

中，可以缓解“时间差”问题。 因为，在横向意义

上，一旦制度成员违背协议，不仅会遭受直接制

裁，还会在其他领域遭受连带制裁。 而在纵向

意义上，制度也会记录承诺国的遵约声誉，在时

间上影响未来收益。 为此，国际制度作为一种

信号和承诺装置提升了违约的昂贵成本，使得

承诺的可信性增加。④

当然，针对制度确保的逻辑也面临诸多批

评意见：（１）制度本身会引发更多承诺问题或信

任问题。 制度作为第三方要扮演好监督角色，
就必须向冲突双方同时展示自己的可信度，证
明自己可以保持严格的公正和正直。 可这就又

涉及双方对制度承诺本身的信任问题，增加了

可信度的复杂性。⑤ 此外，理性制度的战略抵押

效应忽视了可信度的心理维度与情感内涵。 如

果仅仅用理性的外部制度来确保可信度，其实

还是一种经济学逻辑，很难真正转化为双方“内
心的信任”情感，一旦战略抵押的赌注满足不了

其中一方，那么相互猜疑就可以破坏这种脆弱

平衡。⑥ （２）战略确保逻辑隐含一个假设：清晰

信号促进可信度。 实际上，承诺信号并不是越

清晰越好。 而根据战略需要，有时保持战略模

糊，反倒可以抑制相关方的强势冒险行为。 安

全承诺的基础来自于对形势的综合评估，包括

对手实力、可观察的敌意与盟友的安全需要等。
布雷特·本森（Ｂｒｅｔｔ Ｖ． Ｂｅｎｓｏｎ）批评现有文献

对承诺理解过于简单，很多理论都陷入在“承诺

可信与不可信 ／兑现与不兑现”的二元思维中，
并没有关注那些根据具体条件与形势而随时变

动的“模糊性承诺”。 他反问道：“如果模糊的承

诺能够有效威慑敌手进攻，而且保护与约束盟

友，那么还有必要发出明确固定的承诺信

号吗？”⑦

二、文化建构与承诺关系

理性主义的承诺分析仅仅从信号发出者的

角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却忽视了社会情境。
实际上，外交承诺要想让他国相信，必须具备一

定的社会性因素，比如身份认同、情感共鸣等非

理性因素。 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可信度形象是

在持续互动中建构出来的，而非陌生人社会里

的冷酷计算。

２．１　 话语沟通与社会劝说

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承诺可信与否其

实是一个互动建构的结果。 承诺需要付出巨大

的努力，才能被对方接受。 有说服力的威慑可

以阻吓挑战者，而有说服力的承诺也可以化敌

为友。 劝说对方相信自己的诺言不仅需要具备

执行诺言的实力，而且需要展示兑现诺言的意

图，并能够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 最根本上，承
诺起作用是对方相信承诺者有兑现承诺的意

愿，这是一种主观印象。 也就是说，承诺在客观

上是否可信并不重要（实际上很难检验），重要

的是让观众主观上相信即可。 所以，使对方相

信自己会采取行动，是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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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应充分利用各种话语、表演与接触给对方

造成一种可信印象。
建构主义者重视社会话语的可信度含义。

在他们看来，外交话语不仅具有理性计算的结

果，也是社会化的产物。① 话语的建构性作用有

着特殊的力量，比如那些历史上伟大的演说家

及其修辞都极大地影响了听众认知与信念。 然

而遗憾的是，外交话语的力量往往被理性主义

者所忽略。 在囚徒博弈中，如果允许互动双方

说话与演讲，廉价话语就可以改变双方博弈结

果。 有人曾生动地用“舆论瀑布”来形容话语对

认知的塑造作用，外交话语中的情感表达与感

召力的外溢构成了承诺可信的重要基础。② 尹

继武指出，承诺既包括理性主义的信用维度，也
包含社会性的道德维度，即意图的真诚性和善

意。③ 对外交承诺而言，可信信号表达的主要方

式一般包括话语说服与行动确认。 在话语方

面，官方公开展示的对外政策文本、领导人重大

倡议以及在国际场合的外交表态等都是显示其

承诺可信度的指标；在行为方面，一国通过让

利、克制、示善或自我批评都能为其行动增加合

法性，进而带来可信度。
总体上，建构主义内部存在两类话语理论，

即交往沟通理论（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和说辞

理论（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④，两者都将协商作为其

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交往沟通理论以哈贝马斯

哲学为基础，认为争论逻辑（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ｒｇｕｉｎｇ）是
一个“求真”的过程，参与者互相讨论、辩驳，为
的是寻求理性基础之上的真相，由于真理只有

一个，所以通过反复思想碰撞，理智的双方最终

可以找到共同点，达成共识。 在争论情景中，人
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移情”（ｅｍｐａｔｈｙ）能力，进而

可以理解其他参与者的愿望和需要。 说辞理论

则认为协商只是一种参与者用来牟取自己利益

的战略手段。 说辞理论重在“说服”，是从自利

角度出发理解协商。 在国际关系中，官媒之间

的隔空喊话、外交部门之间的口水战、领导人极

为讲究的措辞，都会引起对方的注意与深入分

析。 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不仅要“观其行”，也需

“听其言”，否则情报与宣传部门的沟通就没有

必要了。 增信释疑的话语有时甚至能极大增加

对方的信任度。 例如，在长期敌对的国家之间，
突然不再使用相互贬低的词汇，而是选择中性

和理性的词汇，就是一个缓和或改善关系的积

极信号。 在对外交往时，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其

实很注重管理象征性信号，通过符号象征（ｓｙｍ⁃
ｂｏｌｓ）、微笑外交（ ｓｍｉｌ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与魅力攻势

（ｃｈａｒｍ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不仅可以改善国际形象与软

实力，也是巩固可信度的一种策略。
当然，可信度不仅与争论策略有关，更与互

动情境有关。 社会说服理论忽视了互动的情境

结构差异。 显而易见，重大危机时刻的话语沟

通与日常和平时期的话语沟通在逻辑上、效果

上都存在根本差异，那些日常互动中经常见到

的温和对话，在危机紧张时期就会变成相互威

胁与警告，这是两种不同的话语风格。 由于危

机情境与日常情境的压力不同，国家之间的相

互认知也会受到不同干扰。⑤ 况且，无休止的争

议本身是有成本的，如何通过友善和谐的公共

讨论最终达成共识，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

系中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争论的逻辑

里，信任是讨论的前提，这样就陷入一个循环论

证的怪圈：为了获得可信承诺，所以我们要先达

成信任氛围，然后再进行公共讨论，最后内化成

彼此的相信。 这个逻辑，多少有些本末倒置，因
为争论不是目的，只不过是达成信任的一个方

式罢了。 当国家之间缺乏共同语言时，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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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只会带来无休无止的争吵、冲突、怨恨与

不满。

２．２　 文化规范与可信承诺

政治文化主义者或多或少都相信，可信度

是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认为信任

来自“遗传的伦理习惯”，是社会所共享的道德

规范的产物。① 与之类似，波兰社会学家什托姆

普卡（Ｐｉｏｔｒ Ｓｚｔｏｍｐｋａ）也强调，可信度来源于“信
任文化”。 所谓信任文化，是指一种调节信任的

给予、获得以及相互信任的文化价值系统。 它

不仅可以规范信任者的行为，而且能够规范被

信任者的行为，从而给人们带来一种普遍的安

全感。 据此，什托姆普卡认为，在一个拥有信任

文化的社会中，人们的信任往往普遍较高。② 在

国际关系中“战略文化”也是分析一个国家外交

行为 的 重 要 变 量。 哈 佛 大 学 教 授 江 忆 恩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认为中国的外交逻辑受战略

文化支配。 他曾通过严格的实证分析发现，中
国自古以来的战略文化都是“居安思危”（ｐａｒａ⁃
ｂｅｌｌｕｍ）或极端现实主义（ｈａｒｄ 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与孔

孟文化的道德观念不同，中国的战略文化是实

用的。③ 该观点一经提出便引发广泛争议：中国

的战略文化是和平的、进攻性的还是实用性的？
相当多一部分学者认为承诺是一种以获取对方

理解为目的的自我表达，和平文化可以增强中

国外交的承诺可信度，让周边国家觉得中国与

其他崛起国完全不同。④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周恩

来在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时说道：“我们跟

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 我们总是说，我们

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

果’。”⑤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

诚信传统，中国外交承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也

就自然具备很高的可信度。
文化视角下的可信度分析，关注国家的历

史传统与领导人信念的差异。 布瑞恩·拉斯本

（Ｂｒｉａｎ Ｃ． Ｒａｔｈｂｕｎ）在其专著《国际合作中的信

任：国际安全制度、国内政治与美国多边主义》
中，将信任区分为“战略信任”（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ｕｓｔ）与

“道德信任” （ｍｏ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ｔｒｕｓｔ），并强调道德信任

的重要性，即根据对方的善意和道义、双方的情

感认同进行承诺可信度的判断。⑥ 根据文化差

异，他进一步区分了“普遍信任者”与“普遍不信

任者”两种“信任倾向”的差异，前者对世界和他

人具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后者则对世界和他人具

有比较悲观的态度，也就是普遍较为不信任他

人。⑦ 不同的信任文化塑造不同的信任倾向，对
承诺信号的解读也就存在很大的可信度差异。

然而，文化主义解释多少具有先天决定论

的色彩。 该观点强调，信任文化会像基因一样

以神秘的方式世代相传，那些讲诚信的国家因

为具备信任文化，因此其行为也将是值得信任

的。 但这显然与国际关系现实不符。 首先，它
过于关注信任的个体差异性，却忽视了信任的

社会同质性。 不可否认，信任的确存在着个体

差异。 但是，信任并非一个个孤立的、零散的互

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因而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 其次，它
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战略文化中，某些国

家的可信度普遍较高，而有的普遍较低。 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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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释为何具有固定战略文化国家，面对不同

的外交对象，在不同议题上，会形成不同的可信

度形象？ 这些问题都有待更具体和细致的分

析，而战略文化的分析框架难免显得过于宏观，
缺少具体因果说明。

２．３　 互动实践与承诺社会化

从社会交换的角度看可信承诺，存在两种

不同的社会交换基础。 一种是依赖于经济理性

交换，为了减少不确定性、规避风险，信号接收

者期待对方被限制在一个机制网络中。 另外一

种交换并非理性逻辑，而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实

践中，通过大量长期的互动，承诺方与信号接收

方之间不再是完全的陌生人关系，而是形成了

情感联结，在社会性交换基础上产生了情感承

诺和规范承诺。 即使在国际关系中也存在大量

的亲社会行为（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相互合作与

互惠成为个体生存下去的基本行为准则。 在任

何一个外交承诺中，国家不可能仅仅只考虑自

身利益，还必须将对方的考虑与感受纳入自己

的承诺表达方式之中，单边承诺注定是失败的、
虚伪的。① 欧文·戈夫曼（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认为

互动情境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是可信度的核

心，所有社会活动都嵌入在互动性的行动框架

之中，每一个社会行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

面向他人开展的，因此有效的互动策略也一定

是能够换位思考的策略。②

首先，互动中的社会性契约无形地调节着

双方的信任关系。 非制度化契约是多数成员所

共同内化的默契，它维系着共同的心理和情感，
进而影响对承诺的可信度感知。 日常生活中的

非正式互动能够塑造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

络。 在一个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说服对方并

非通过武力强制，而是通过舆论压力、声誉评价

与道德监督，这些非正式规则能够让承诺者的

行为与主流规范趋向一致。 正如查尔斯 ·利普

森（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ｐｓｏｎ）所说，非正式的潜规则隐含

在行为当中，这样的隐含安排扩大了非正式合

作的范围，比口头协议还更加秘密，因而常常是

在敏感问题上避免严重冲突的唯一方式。③ 其

次，日常生活是一种习得性的行为模式，凝结着

社会成员的共同经验。 戈夫曼认为，“面对面互

动（ｆａｃｅ－ｔｏ ｆ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的交流是双向认知

的过程，当人们聚集在一起，会更加直接的感受

双方意图。 正如外交会议让国家领导人聚集在

一起围绕共同话题的关键要点展开交谈，形成

一个封闭的讨论氛围，有助于培养相互信任。④

“自我”是信号传达的核心主体，但必须考虑观

众的感受。 正如在印象管理的舞台上，演员与

演员之间， 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多重互动凸显

“主体间性”，即把自己设想成他人，推想他人对

自我有什么看法，或将自己当做一个客体，一个

被解释的对象，这样才能达到对自我的理解。
此外，互动中的权威与合法性有助于增强

信号可信度。 合法性实践即致力于寻求国际社

会内部的共识，是一个共识授权的过程，其中包

含他者对信号发出者的合法性与感召力评价。⑤

在国际关系中，当他国认为领导国具备合法性，
他们就会跟从其领导，并相信其承诺。 如果领

袖不具备合法性，则其他国家将抵制、破坏与抱

怨强国的领导，也会质疑其承诺可靠性。 对此，
基辛格（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也认为，“外交的艺术

就是将权力转化为共识。” ⑥ 外交影响力来源于

合法性引导。 伊恩·赫德（ Ｉａｎ Ｈｕｒｄ）将承诺视

为一种规范信念，他认为一种权威或合法性是

应该被遵从的。 这是一种主观的认知，来源于

社会化塑造。⑦ 那些社会合法性强的国家，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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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就会显得更可信。 合法性是非对称权力结

构中行为体之间的一种共享预期，其中追随者

对支配者的自愿认可与崇拜，源于前者认为支

配者的行为引领和符合预设的规范。① 而那些

强制性的命令与威胁，却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社

会性承诺。 根本上，承诺可信度不仅取决于信

号的质量、私有信息的分布，更取决于双方之间

的社会关系，在渐进式互动中国家会形成对方

是否可信的印象。

三、社会心理学路径的可信承诺

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为理解可信承诺与

社会信任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 聚焦于行为

体的属性，社会心理学路径从微观层次上将可

信承诺看成是相互心理感知的过程，这个感知

过程既依赖于过去的互动经验与声誉评价，也
源于认知与情绪的心理判断，意图、决心与动机

都是构成可信承诺的重要微观基础。

３．１　 声誉评价与可信承诺

声誉影响承诺可信度的逻辑在于：国家在过

去是否兑现承诺将影响其未来守诺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国家总是背叛过去的承诺，那么将会导

致其声誉降低，而声誉低的行为体将不值得信

任。 这种建立在对过去行为评价基础上的观点

被达里尔·普雷斯（Ｄａｒｙｌ Ｇ． Ｐｒｅｓｓ）称为是一种

“过去行动理论”②。 总结起来其核心思想有三

点：首先，可信度由国家行为的历史记录决定，
因为过去行为会显示其性格、利益与行为偏好。
其次，国家过去兑现承诺与未来兑现承诺之间

直接相关。 在旁观者看来，一个国家今天做出

的承诺是否可信，与其昨天是否遵约有关。 一

个历史记录拙劣的行为体，其当下的承诺也注

定很难取信于人。 第三，信誉是领导地位的基

础。 良好的信誉和较高的声望可以换来观众的

尊敬、信赖和追随，因而声誉成为领袖人物维护

其领导地位不可或缺的“道德资本”。③ 乔治·
米勒（Ｇｒｅｇｏｒｙ Ｄ． Ｍｉｌｌｅ）批评主流声誉理论并没

有对声誉进行细致分类，以至于在论述可信度

时显得混乱。 他认为，大部分学者过度关注声

誉的决心及其可信度（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但是忽视了

声誉的另一个内涵“可靠性（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即国

家对组织和盟友的忠诚度，这种可靠性声誉可

以让国家在选择联盟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同
时他国也愿意与忠诚的国家结盟并对其设限相

对较少。 相反，假若一个国家缺乏可靠性声誉，
则会遭到盟友怀疑与抛弃。④

针对声誉理论研究，部分学者提出了反对

意见。 首先，他们质疑声誉与可信度是否有因

果关联。 乔治·唐斯（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Ｄｏｗｎｓ）与迈克

尔·琼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Ｊｏｎｅｓ）认为声誉对遵约行

为的影响效果非常有限，人们往往夸大了声誉

的重要性。⑤ 唐世平也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声
誉并不可靠，国际关系中对声誉的追求仅仅是

一种心理上的崇拜现象。 在国际关系中存在大

量的“信誉悖论”和“声誉崇拜”陷阱，过度追逐

声誉并不能保证其承诺可信。⑥ 况且，在无政府

状态的国际关系中，过去的行为记录是否会真

的影响现在的评价，是很难证实的。⑦ 其次，质
疑声誉的功能与效力。 达里尔·普雷斯认为，
实际上在危机情境下国家是否能向对手发出可

信信号（包括承诺信号与威胁信号）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对比与利益诉求，而不是声

誉理论所强调的过去行为记录。 为此，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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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７６－２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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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默瑟等人，运用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来研究国际

声誉形成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其对承诺效力的影响分析。 参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ｅｒｃｅｒ，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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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可能更加看重承诺者的声誉，从过

去的可信度推导未来的可信度。 但是，在危机

时刻领导人往往并非将声誉作为核心要素，因
为声誉只不过是一纸记录，国际政治中的权力

与利益才是决策的动力。① 国家是否选择遵约

是在考虑国际情境基础上，相机而动的。 由此，
声誉并非总是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环境高度不

确定时国家领导人并不会去翻阅对方的档案与

记录，而是会根据具体情境、就事论事地去评估

信号发出者的能力、利益，以此推断其兑现承诺

的可能性。②

此外，声誉论面临的问题还在于：首先，声
誉评价具有相对性，取决于观众的解读，不同观

众有不同评价标准与评价结果。 例如，泰德·
霍普夫（Ｔｅｄ Ｈｏｐｆ）发现冷战期间美国从越南撤

军时，苏联并不认为这将降低美国的可信度与

声誉，但是美国的盟友却可能担心美国声誉受

损。③ 照此推断，当中国发出一个外交承诺信

号，有的国家可能会认为这仅仅是虚张声势，而
有些国家则可能会认为这是展示决心与捍卫声

誉的信号。 因此，不同的观众对同一个行为体

的声誉评价是多元的。 “声誉”归根结底来自大

部分人的一致评价，而不是全部人的一致评价。
其次，声誉的有效范围是有限的。 在一个领域

积累的声誉并不能自然推广到其他领域或其他

观众。 例如，美国如果对墨西哥发出制裁威胁，
但是最后因为国内政治原因被迫撤回，那么我

们很难说美国对伊朗发出类似信号时，伊朗人

会根据美国与墨西哥的经验推论美国是虚张声

势。 很可能伊朗人并不知道美墨之前的历史记

录，何况美墨关系与美伊互动是两码事。 第三，
声誉解读容易陷入意图推测的无限循环。 如果

双方都认为信守声誉很重要的，那么他们都会

郑重对待，在对信号解读时双方就会陷入“他知

道我知道他知道声誉很重要……”的递推循环。
恰恰是双方都强调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声誉时，
各自为了捍卫自己认定的声誉，反而会陷入本

可避免的冲突。④

３．２　 情绪、认知与信任感

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范式不同，

社会心理学派将情绪和认知视为可信度的两种

主要来源，并大量探讨了错误认知引发的承诺

不可信难题。 认知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罗伯

特·杰维斯（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明确指出由于认知局

限与不确定性的作用，外交决策者的自我评估与

对他国认知之间很容易出现鸿沟，当这些错误知

觉被对方再次错误理解后，双方就会陷入扭曲对

方意图的螺旋之中。 这种错误知觉可以从根本

上扭曲对方对承诺可信度的判断。 与此类似，
政治心理学家黛博拉·拉森 （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Ｗｅｌｃｈ
Ｌａｒｓｏｎ）发现，国家之间信任难以形成的原因，在
于决策者对对方动机与意图的错误知觉。 比

如，冷战期间的美苏双方正是因为相互错误认

知，而错失了诸多信任建立的机会，一步步走向

了对抗。⑤ 中国学者尹继武专门探讨了外交表

达中的诚意信号问题，他认为部分国家之间达

成的心理上的“虚假”默契对可信承诺信号具有

干扰与扭曲作用。 当然，那些单方的共识一旦

破裂将会放大彼此之间的不信感，促使双边关

系急剧恶化。⑥ 而实际上，决策者的主观认知与

心理情绪之间相互影响，两者共同塑造了观众

对承诺者可信度的认知，也塑造了承诺者对观

众反应的预期。 庄嘉颖和郝拓徳（Ｔｏｄｄ Ｈａｌｌ）就
认为，在东亚的区域性持久竞争会造成决策者

心理上的反复紧张，因为上一个紧张事件可能

会导入下一个互动进程中，反复性危机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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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应作用于领导人和公众两个层次，刺激他

们在紧张气氛中孤注一掷。①

此外，部分强调情绪因素的学者指出，可信

承诺的关键在于自我与他者情绪的共鸣，即释放

外交信号要注意情感的表达效果与方式。 乔纳

森·默瑟（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ｅｒｃｅｒ）强调，“情感信念是情

感构成或强化了某种信念，这种信念使行为体对

事物的确信度已经超越了现有证据本身。”②受情

绪影响的国家，即便当所有的事实证据都指向一

个结论时，也会因情感的存在而对结论表示怀

疑。 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克伦·雅黑－米卢

（Ｋｅｒｅｎ Ｙａｒｈｉ－Ｍｉｌｏ）在《洞悉敌手：领导人、情报

部门与国际关系中的意图评估》一书中将心理学

与外交决策中的可信度结合起来。 她指出，在信

息缺乏时，那些领导人通过私人互动形成的印

象，特别是面对面互动中的谈话内容、情感倾向、
面部表情、态度、身体语言、话语口气与无意识的

反应，都会深刻塑造对可信信号的解读。③ 在她

看来，决策时是否相信对方的信号，其实受到自

己主观认知结构与个人经验影响。 由于存在认

知偏见，领导人会故意忽视那些与以前认知不符

的信号，即便这些信号是非常昂贵的，同时领导

人也会放大那些与其先入为主观念相一致的信

息，即决策者只会预测到那些他们期待出现的东

西。 基于此，她与郝拓德提出了一个识别意图的

“生动性命题（ｖｉｖｉｄｎｅｓｓ ｔｈｅｓｉｓ）”，即可信度取决

于观察者的注意力分布。 相对于枯燥、单调的信

息，那些醒目的、印象深刻的信息会立刻被关注

和重视，进而影响判断。④

然而，针对社会心理学的微观分析，其他学

者给予了激烈批评。 特别是关于国家意图是否

可以推断的问题引发了很多争议。⑤ 国家的战

略意图虽然并非如米尔斯海默所说是“无法通

过经验验证”的，⑥但国家领导人的确很难准确

地传达自身意图和承诺。 按费伦的解释，意图

不确定难题反映在外交政策领域，就是一国领

导人难以有效地向对手传达何为自己的核心利

益。⑦ 通过言语宣示可能被对方视为廉价的欺

骗，而其他有成本的信号又会导致国内政治方

面的风险和困难，甚至形成“承诺陷阱”。⑧ 心理

学的分析过分看重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与印象，
将外交互动与个人互动混合在一起，难以解释

结构性与进程性的因素对可信承诺产生的

影响。

四、结　 语

通过全面梳理，我们总结了可信承诺问题

的不同分析视角，加深了我们对可信承诺的发

生机制、产生条件与变迁动力的理解，也有助于

更好地改进现实中的外交策略，提升塑造他国

战略意图的能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主流学界

对外交承诺的分析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尚未存

在一个统一和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把各种分析

范式的特长整合起来。 所谓不破不立，在建构

新框架之前，我们必须正视当前外交承诺理论

存在的缺失与不足，最后总结为两点。
首先，忽略时间对承诺效力的影响。 时间

与可信承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作为过滤

器，时间观念影响政策过程中的信息收集与处

理。 承诺主体无法回避时间对可信认知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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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束与压力，外交政策也概莫能外。 有学者

归纳了普遍适用的时间策略菜单，包括延迟和

等待、加速进程、最后通牒、抓住时机、强调历史

传统、自称为时已晚等。 除了事前与事后的时

间差问题，可信承诺的达成也是一个渐进性过

程，时间投入与战略耐心是必要的。① 在卢米斯

（Ｂｕｒｄｅｔｔ Ａ． Ｌｏｏｍｉｓ）看来，时间是理解政治和政

策制定的关键。② 其次，缺乏整合发射信号与接

收信号的互动框架。 大部分信号理论关注信号

发出者的印象投射与信息传递策略。 然而，这
样的假设有一个隐含逻辑：对方会按照自己预设

的逻辑行事，即双方对信号传递的规则理解是

一致的。 但是，信号接收方误解对方信号的案

例比比皆是。 承诺的达成是一个反复互动的

复杂过程，需要双方的多轮博弈。 杰维斯曾指

出发射信号与接受信号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

体，但出于研究便利他却不得不将两者分开讨

论。③ 从学术创新角度看，如何整合承诺表达

与信号解读的互动分析，将两者放在同一个逻

辑架构之中，是未来研究的难点与重点。

编辑　 邓文科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ＡＯ Ｄｅｊｕｎ１

（１．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ａ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ｄ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ｃｏｍ⁃
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ｃｏ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ｌｓｏ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ｌｙ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ｅｐｅｎｓ ｏｕｒ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ｎｅ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ｓｅｎｄｅｒｓ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ｗｅ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ａ⁃
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ｌｙ ｓｉｇｎａｌ；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４２

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ｏｌｌｉｔｔ， Ｔｉ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１５．

Ｂｕｒｄｅｔｔ Ａ． Ｌｏｏｍｉｓ， Ｔｉ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 １９９４， ｐｐ．１６８－１７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ｐｐ．１－１０；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ｐｐ．
４３－４６．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